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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困境之困境 
—— 情与理的辩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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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道德判断是人类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评价性活动之一, 但道德判断中情与理的作用争执不休。从

休谟和康德的哲学论争到发展心理学家对道德推理的关注, 直至现代社会心理学家对情绪的重新审视, 道德

判断的决策机制已经演变为多种模型相互竞争的局面。在回顾和分析道德判断各种理论的基础上, 阐述了情

绪和推理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 认为今后应当更多地关注道德推理的实际作用, 并当运用更为先进的操纵手

段, 同时注重情境的影响来考察道德判断中情与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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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谓情与理  

社会生活中, 道德判断(moral judgment)是人

类习以为常的活动。善与恶、好与坏、美与丑、

忠与奸、正与邪、是与非、对与错都是我们对人、

对己、对事、对物所贴的标签。我们会说一个人

的道德(morality)是高尚的, 也会说做某件事情是

卑鄙的。道德似乎是在教我们应该如何行为, 这
也是传统伦理学(Ethics)所谓之观点。伦理学家们

认为道德讨论的是“应该” (ought), 而科学研究的

是“是” (is), 两者必然是渐行渐远、永无交集; 但
当代心理学家们却认为这二者终将汇入一流、殊

途同归(Greene, 2003)。因此, 面对同样的道德困

境(moral dilemma), 哲学家们会在躺椅上思考着

我们应该如何去解决这一困境, 心理学家们会在

实验室中观察人们到底是怎样解决的, 为什么人

们又会这样去解决。总有一些情形让我们跋前踕

后、进退维谷, 使我们在殚精竭虑、黯然神伤之

后仍然举棋不定、踌躇不前。很遗憾, 这样的选

择我们经常会碰到, 比如以下两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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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一：一 列 疾 而辆 车 驰 过, 前面的 上铁轨

着绑 5 人个 , 如果任由列 行车 驶, 那 5 人必 罹个 将

难, 不 站在 旁 可以 扳道 阻止过你 铁轨 边 选择 来 这

一悲 的 生剧 发 , 但是那 岔道上也 着条 绑 1 人个 , 
扳道的 果是 人必定遇 。 是扳结 这个 难 请问这时你

是不扳？还  
情形二：一 列 疾 而辆 车 驰 过, 前面的 上铁轨

着绑 5 人个 , 如果任由列 行车 驶, 那 5 人必 罹个 将

难, 站在 正上方的天 上你 铁轨 桥 , 的前面有一你

胖子个 , 可以 他推下天 以阻 住列 的你 将 桥 挡 车 运

行 救那来营 5 人个 , 不 胖子 遇 。过这个 会 难 请问

是推 是不推？这时你 还  
同样是杀死 1 个人来救 5 个人, 在前一种情

形下, 大多数人选择了扳道, 而在后一种情形下, 
大 多 数 人 选 择 了 不 推 (Greene, Sommerville, 
Nystrom, Darley, & Cohen, 2001)。这个列车难题

(Trolley Problem)哲学家们并不陌生, 他们忧心忡

忡地试图了解这两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Foot, 
1967; Thomson, 1976)。但其实应该怎么做并不复

杂, 伦理学家们也有着自己的信条, 秉持义务论

(Deontology)的哲学家们认为虽然能救 5 个人的命, 
但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杀死那 1 个本不该死的

人; 而秉持结果论(Consequentialism)的哲学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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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坚持, 在行为后果上杀 1个人能救 5个人, 这样

的事情就应该做。显然, 结果论只关注行为的后

果(consequences), 而义务论则关注行为的过程, 
强调责任(duties)。让哲学家们疑惑的是, 无论你

秉持哪种观点, 在两种情形下每个人的选择应该

是一致的, 但实际情况为何大相径庭？这个问题

困扰着很多哲学家, 他们百思不得其解。而此时

心理学家们的科学思想和实验方法的出现显得尤

为重要, 心理学家们开始关心这个不一致的事实, 
但只是想去了解事实究竟是什么样以及为什么会

这样。于是心理学家们开始对这些道德困境进行

实验研究 , 研究卓有成效 , 不过与此同时 , 他们

又陷入了另一个困境, 那便是情与理的争执。情

与理 , 是世俗所谓的感情 (sensibility) 与理智

(sense); 是伦理学所谓的情感 (passion)与理性

(reason); 是心理学所谓的情绪 (affect) 与认知

(cognition); 某种程度上, 也代表着道德心理学所

谓的道德直觉(moral intuition)与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 

2  情与理的历史交织 

影响道德判断的究竟是情绪还是认知？作为

有着很长过去但只有短暂历史的心理学来说, 我
们仍然要把这个问题抛向历史久远的伦理学和道

德哲学, 以求寻根溯源。每当某一学科就某一问

题向上追溯之时, 似乎总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

的那些先哲们, 然后罗列出一长串思考过此问题

并提出过见解的思想家们。但这里我们仅仅探讨

两位在情与理的问题上意见相左的代表人物：休

谟(David Hume)和康德(Immanuel Kant)。休谟道

德观的基本观点如下：第一 , 道德是自然的

(naturalistic), 即认为道德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 ; 
第二, 道德研究是经验的(empirical), 即理解道德

应从研究人类着手, 运用实证方法来进行; 第三, 
道德判断是基于道德情操 (moral sentiments)的 , 
即情感驱动了道德判断 ; 第四 , 在道德判断中 , 
理性可以起作用, 但不能单独起作用, 它必须依

附于情感; 第五 , 道德与宗教并非一码事 , 道德

是情感指引的 , 而非上帝指引的; 第六 , 休谟的

思想偏向结果论、导向功利主义 (utilitarianism), 
但其中也包含美德伦理学, 即那些能使我们美好

生活的特质(Cohon, 2010; Denis, 2009)。简言之, 
休谟认为情感是影响道德判断的首要因素, 而理

性只是情感的奴隶(Hume, 1978, p. 420)。但康德并

不同意这一观点, 他与休谟在很多观点上截然相

反, 他认为：第一, 道德研究不应采取经验方法, 
而应采取先验的原则(priori principles)去寻经问典; 
第二 , 道德是基于理性的; 第三 , 驱动道德行为

的不是情感而是责任(duty); 第四, 康德的伦理学

思想是义务论的(Johnson, 2010; Denis, 2009)。简

言之, 康德认为影响道德判断的首要因素是理性, 
正是严密的推理使我们作出道德判断, 而情感在

其中并不能发挥什么作用。 
休谟与康德二人截然相反的观点也同样影响

着心理学对道德的研究, 只不过在接下来的历史

中, 康德的观点占据了上风, 即认为道德判断中

的理性最为重要。心理学中道德研究的拓荒者是

发展心理学家, 而皮亚杰(Jean Piaget)是当仁不让

的先驱人物。皮亚杰致力于解决根本的认识论问

题, 而他的基本方法就是通过儿童对逻辑、数理

和科学概念的推理来进行研究(Lapsley, 2006)。幸

运的是, 当时皮亚杰的研究涉及到了道德领域。

他的方法是给孩子们讲两个故事, 问孩子们哪个

故事中的主人公更糟糕：其中一个故事的主人公

是一个在帮助妈妈时无意中打碎了 15 个杯子的

小朋友; 另一个是自己为了偷吃食物而碰碎了 1
个杯子的小朋友。皮亚杰发现, 10 到 11 岁之间的

孩子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并不相同, 小于这个年龄

的孩子更多认为打碎 15 个杯子的小朋友更坏, 而
大于这个年龄的孩子则不会都去责备那个无意打

碎 15 个杯子的小朋友。皮亚杰把前一阶段叫做他

律 (heteronomy) 阶 段 , 把 后 一 阶 段 叫 做 自 律

(autonomy)阶段。他律阶段的孩子们做道德判断是

依据一些规则来进行推理的, 这些规则由父母或

者权威制定, 孩子们认为这些规则是固定的、绝

对的、刻板的、神圣而不可更改的; 自律阶段的

孩子做道德判断时仍然是根据一定的规则来推理, 
但是他们却不再刻板化地看待规则, 他们更加灵

活, 可以认识到道德判断是相对的, 在大家都认

可时, 道德的规则是可以改变的(Crain, 1985, pp. 
118−136)。当然, 根据皮亚杰的研究, 按照他律阶

段的刻板规则做出的道德判断一般是结果论的 , 
而根据自律阶段的灵活规则做出的判断则可能是

义务论的。在皮亚杰的基础上, 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将这一研究传统推向了顶峰。科尔伯格

坚持人类的道德发展必须根据他们如何推理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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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判断, 是推理决定了做出何种道德判断。他也

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某人的妻子身患重病, 濒
临死亡, 只有唯一的药能解其绝症, 但发明此药

的医生却坚持卖高价, 此人凑不到足够的钱, 只
能去偷药救妻。然后科尔伯格便询问研究参与者, 
此人该不该偷药, 为什么？科尔伯格关心的不是

“该不该”, 而是“为什么”, 因为“为什么”就是这

个人做道德判断时的推理。他根据人们不同的道

德推理将道德发展分为三个水平：前习俗道德

(preconventional morality)、习俗道德(conventional 
morality)和后习俗道德(postconventional morality)。
前习俗道德阶段的道德推理是基于他律的、自我

兴趣的规则来进行; 习俗道德阶段的道德推理是

基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等社会性规则来进行 ; 
后习俗道德阶段的道德推理是基于社会契约和普

遍 道 德 原 则 等 规 则 来 进 行 (Crain, 1985, pp. 
118−136; Lapsley, 2006)。皮亚杰和科尔伯格的道

德认知发展观如图 1 所示, 他们认为道德判断建

立于道德推理之上, 他们并不关心情绪在道德判断

中所起的作用, 他们只承认道德判断中认知的贡

献。在科尔伯格之后, 发展心理学家们对道德的研

究仍然还是承袭着道德判断的认知和推理观。 
心 理 学 中 1950 年 代 兴 起 的 认 知 革 命

(cognitive revolution) (Miller, 2003)之后, 社会心

理学家们也开始了对道德问题的探索。巴伦

(Jonathan Baron)首先借用了启发式(heuristics)的
概念, 认为非结果论的道德判断更多是基于启发

式的(Baron, 1994)。启发式是我们做决策时所依据

的快速而简便的规则, 不过根据启发式来做决策

时 , 有可能造成决策的偏差 (bias) (Tversky & 
Kahneman, 1974)。承袭这一观点的研究者们认为

道德判断时的主要依据便是启发式, 而其主要过

程便是认知。他们认为：第一, 做出道德判断的

依据不是审慎的道德推理, 而是基于启发式的道

德直觉 , 所谓道德直觉就是启发式; 第二 , 驱动

道德行为的启发式和驱动其他行为的非道德启发

式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道德启发式只是人类

决策和判断中启发式在道德情境中的特例而已 ; 
第三, 道德启发式是无意识、自动化地发生的; 第
四, 根据启发式来做道德决策确有坏处, 容易造

成决策偏差, 但也有益处, 它能帮助我们快速高

效地处理问题, 并且在许多情况下, 依靠它所做

出的决策是合适的; 第五 , 做出道德决策时 , 情
绪没有起什么作用, 道德启发式是无意识的认知

过程 , 并没有什么情感过程参与其中 (Sunstein, 
2005; Gigerenzer, 2008; Sinnott-Armstrong, Young, 
& Cushman, 2010)。如图 2 所示, 实际上, 道德启

发式的观点认为, 道德推理在道德判断中确实不

起作用, 真正起作用的是道德直觉, 不过道德直

觉也是认知过程, 并不包含情绪在内。 
 

 
 

图 1  认知发展观的道德判断模型 
 

 
 

图 2  启发式理论的道德判断模型 
 
认知革命的几十年之后, 心理学中的情感革

命 (affective revolution)兴起 (Fischer & Tangney, 
1995)。人们开始重新将目光投向情绪, 休谟的观

点重新得到了极大的复辟 (Miller, 2008)。海特

(Jonathan Haidt)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海特

(2001)提出了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模型 (social 
intuitionist model, SIM), 他同样承认做出道德判

断时依赖的是道德直觉而不是道德推理, 但是海

特认为虽然道德直觉和道德推理是两种认知过程, 

但是道德直觉这一认知过程中含有大量的情感成

分, 正是这些情感成分使我们做出道德判断(如图

3 所示)。具体来说, 海特认为：第一, 道德信念和

道德动机来源于道德直觉, 而道德直觉是进化而

来的; 第二, 道德判断是快速且自动化的道德直

觉过程的产物, 而缓慢且有意识的道德推理过程

发生在道德判断之后; 第三, 在决定道德判断的

直觉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情绪而不是认知; 第
四, 道德推理的作用在于事后解释, 当我们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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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道德判断后, 我们用道德推理来为自己的判断

寻找理由; 第五, 虽然有意识的道德推理能够发

生, 但它很难改变由情绪所产生的道德判断结果; 
第六, 若要改变某人的道德判断便需要改变其道

德直觉过程而不是改变其道德推理过程, 因此说

服等社会影响过程便是改变另一个人道德直觉的

过程(Haidt, 2001, 2007, 2008; Haidt, & Bjorklund, 
2008; Haidt, & Kesebir, 2010)。在海特看来, 情绪

是做出道德判断的决定性因素, 推理过程根本不

能和直觉过程相提并论, 认知和推理在道德判断

中所起的作用仅仅是为道德判断的结果寻找理由

(Haidt, 2010)。这正应验了休谟的话：“理性是情

感的奴隶” (Hume, 1978, p. 420)。 
海特对情感过程的高度重视也受到了很多研

究者的批评 , 而其中最为有力的批评来自格林

(Joshua Greene)。格林承认情绪在道德判断中所起

的巨大作用, 但他并不认为道德判断的做出仅仅

只依赖情绪, 而道德推理这样的审慎认知过程也

有其作用(Greene, 2007)。格林认为, 要认清情绪

和认知的作用必须先区分道德判断的类型, 即结

果论的道德判断与义务论的道德判断(Cushman, 

Young, & Greene, 2010)。做这两种判断时, 人类

所依赖的是不同的加工过程：做出结果论或者功

利主义 (Utilitarianism)的道德判断依赖于受控的

认知加工过程, 而做出义务论的道德判断则依赖

于直觉性的情绪反应(Cushman et al., 2010)。格林

的道德判断双加工模型(dual-process model) (如图

4 所示)与海特的社会直觉模型主要有两点不同：

第一, 双加工模型认可情绪的作用, 但它同时也

强调基于规则的、受控认知过程, 特别是有意识

地应用功利主义道德原则; 第二, 社会直觉模型

认为社会影响只能通过改变某人的道德直觉而发

生, 而双加工模型则认为社会影响也能通过直接

作用于某人的道德推理而产生, 即对道德判断与

道德行为与自己的道德准则和道德承诺之间的一

致性进行有意识的评价(Paxton & Greene, 2010)。
格林的双加工模型实际上是对休谟与康德关于情

感与理性的观点的调和。 
对比四种理论, 我们会发现, 它们在情绪过

程和认知过程对做出道德判断所起的作用上分歧

很大, 而且情绪过程和认知过程的发生机制也并

不一致。具体的对比见表 1。 
 

 
 

图 3  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模型 
 

 
 

图 4  道德判断的双加工模型 
 

表 1  四种道德判断理论的对比 
 情绪过程 认知过程 道德直觉 道德推理 

认知发展观 没有直接作用 审慎、有意识; 
对应道德推理 

对做出道德判断没有

直接作用 
做出道德判断的原因 

     

启发式理论 没有直接作用 快速、无意识; 
对应道德直觉 

做出道德判断的原因 对做出道德判断没有直

接作用, 但可以为道德

判断提供事后解释 
     

社会直觉模型 快速、无意识; 
对应道德直觉 

审慎、有意识; 
对应道德推理 

做出道德判断的原因 对做出道德判断没有直

接作用, 但可以为道德

判断提供事后解释 
     

双加工模型 快速、无意识; 
对应道德直觉 

审慎、有意识; 
对应道德推理 

做出义务论道德判断

的原因 
做出结果论道德判断的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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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情与理的重重疑问 

3.1  道德判断中情绪的作用如何 
从当代研究来看, 情绪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

不容忽视。海特的社会直觉模型甚至将情绪置于

道德判断的中心位置。海特发现, 在对一些无礼

的活动做道德判断时, 情绪反应比对伤害的评价

更能预测道德判断的结果(Haidt, Koller, & Dias, 
1993)。如用国旗擦洗厕所、吃掉自己养的但被车

撞死的狗、不遵守亲人临终时的承诺、兄妹接吻、

超市买回冻鸡先与之做爱而后食之等情境下, 人
们说这种行为是“错误的”, 这更多的是基于他们

的情绪反应(Haidt et al., 1993)。甚至人们在听到这

些故事时, 会很快地做出判断, 说这种行为是“错
误的”, 但当研究者们询问他们为何错误时, 大部

分人会沉默良久但做不出任何解释 , 只能说“我
就是知道这是错误的” (Haidt et al., 1993; Haidt, 
2001)。 

不仅行为数据显示出情绪的作用, 生理学证

据同样佐证了在道德判断中情绪扮演的重要角

色。格 林等 人用功 能性 核磁共 振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的方法对回答

列车问题的实验参与者进行扫描, 他发现造成大

多数人会选择扳道来杀 1 人救 5 人, 而不愿意将 1
人推下天桥来救 5 人的原因可能在于这两种情境

下激活的脑区并不相同(Greene et al., 2001)。在选

择扳道的情境下, 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前扣带回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等与审慎的认知加工特别是工作记忆和执

行功能有关的脑区会被激活 ; 而在天桥问题上 , 
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MPFC)与杏仁核 (amygdala)等与情绪相关的脑

区会被激活(Greene et al., 2001; Haidt, 2010)。这似

乎解释了哲学家们争议的问题, 为何同样是杀 1
人救 5 人, 人们的选择如此不同？心理学家可以

回答说, 这可能是由于在天桥这种涉及自身的情

境相对于扳道这种不涉及自身的情境下更多地受

到了情绪的影响。之后, 研究者们用一个既可以

做结果论又可以做义务论的情境来考察道德判断

的神经机制, 如：你正和众人藏身地下室躲避敌

军的屠杀, 但你的孩子开始哭闹, 你必须捂着他

的嘴来阻止其声音传播而不致被敌军发现, 但若

长时间捂着他 , 他会窒息而死 , 若不捂着他 , 他

的哭闹之声会招来敌军使所有人丧命, 你认为哪

种选择是合适的(Greene, Nystrom, Engell, Darley, 
& Cohen, 2004)？ 结果发现, 不同的脑区激活能

够预测人们的道德判断：与情绪有关的脑区激活, 
可以预测人们的义务论道德判断, 即不捂死自己

的孩子 ; 而与审慎认知加工有关的脑区的激活 , 
可以预测人们的结果论道德判断, 即捂死自己的

孩子来换取大多数人的安全(Greene et al., 2004)。 
这些研究实际上还是以道德判断来反推情绪

的作用, 即我们观察做出道德判断甚至是不同形

式的道德判断时的心理过程。而要证实情绪的作

用, 直接的办法是操纵情绪来观察人们之后的道

德判断, 这也是更为逻辑的方法。用催眠状态来

操纵情绪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研究者们告诉催眠

状态中的人只要看到某个目标词之后就产生厌恶

情绪, 然后他们将催眠的人带出催眠状态 , 让他

们对一系列情境做道德判断, 这些情境如有性关

系的表兄妹、受贿的议员、商店小偷、盗书的学

生等, 这些情境通过短文描写, 一部分短文中有

那个产生厌恶情绪的目标词, 一部分没有, 催眠

后的人被要求对这些情境“在道德上错误有多大”
和“有多厌恶”做出评价, 结果发现, 那些启动了

厌恶情绪的人倾向于更严苛地做出道德判断, 认
为这些情境在道德上错误更深(Wheatley & Haidt, 
2005)。既然操纵厌恶这种消极情绪可以让人们做

出更为严苛的道德判断, 那么操纵积极情绪是否

能让道德判断更为宽松呢？答案是肯定的, 而且

确有其证据。研究发现, 一组看了 5 分钟喜剧短

片的人比另一组看了 5 分钟纪录片的人在判断天

桥上将胖子推下这一行为是否合适时, 更多地认

为 这 一 行 为 是 合 适 的 (Valdesolo & DeSteno, 
2006)。不过情绪效价也许并不是道德判断的原因

之一, 不同种类的情绪才是影响道德判断的原因, 
如欢快情绪会使我们对做出义务论道德判断的严

格程度有所放松, 而提升感这种情绪则有着相反

的效果(Strohminger, Lewis, & Meyer, 2011)。直接

操纵情绪能够为情绪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提供证

据, 除了行为数据, 对比脑损伤患者与正常人也

可看作一种操纵的方法。对比与情绪相关的脑区

受损伤的患者与正常人在道德判断上的区别, 可
以被近似地认为是在操纵情绪。而实际上, 情绪

对道德判断的作用已经被绝大多数心理学家所认

可, 情绪是我们违反了道德准则后的反应, 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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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做出道德判断, 情绪甚至还能扩大我们道

德判断的结果, 它让我们觉得坏人更坏, 情绪使

我们已经做出的道德判断更为极端(Bloom, 2010; 
Pizarro, Inbar, & Helion, 2011)。 
3.2  道德判断中认知的作用如何 

严格说来, 道德判断本身就是一个认知过程, 
即使情绪在自动化道德判断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

色 , 这一过程也脱离不了广泛意义上认知的含

义。但是我们需要说明的是, 我们在此处讨论的

认知指的是有意识的、审慎的、较少受情绪影响

的冷加工过程, 更类似于道德推理。 
海特的社会直觉模型认为, 道德推理的作用

不在于做出道德判断, 而在于对道德判断做出事

后解释。也就是说, 我们首先会自动化地判断出

对错 , 然后再为我们的判断去寻找理由和证据 , 
这个寻找理由的过程就是道德推理。当然研究结

果也发现, 人们能很快地判断出兄妹接吻在道德

上是错误的 , 但是他们却很难快速地说出理由

(Haidt et al., 1993; Haidt, 2001)。同样, 行为的原

因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并不知道, 但我们往往不认

为自己不知道, 而以为自己知道。在商场里买东

西的顾客面对一模一样的袜子多数选择了右边的

那双, 这其实是因为他们是右利手 , 但当问起他

们选择那双袜子的原因时, 没有人说得出真正的

原因, 取而代之的是他们给自己的选择找出了各

式各样奇奇怪怪的理由(Nisbett & Wilson, 1977)。
这说明我们高估了审慎的认知推理过程, 它很多

时候就是为我们已经做出的判断和行为去寻求事

后解释。不过, 道德推理的作用是否只是次要地

做一个事后解释, 这也存在争议。有研究者认为

自动化过程只是处理纷繁复杂信息的一种快速而

简便的方式, 受控的审慎加工过程一旦发生, 其
作用不是次要地服务, 而是能够主导和更改自动

化过程所做出的判断, 比如人能有意识地抵御诱

惑, 孩子也能有意识地控制想吃糖这种自动化欲

望 , 以求获得更大奖赏(Pizarro & Bloom, 2003; 
Mischel & Ebbesen, 1970)。 

当然, 认为审慎认知对道德判断没有作用的

学者通常是为了证实另一个结论, 即包含情绪的

自动化过程让人们做出道德判断。不过, 自动化

的加工过程是否一定要包含情绪在内呢？当然也

不一定, 自动化的加工过程同样可以是一个冷认

知过程, 比如道德启发式理论的观点。我们可以

自动化地根据一定的规则或者道德信念来做出道

德判断, 这就是启发式, 例如, “做大多数人做的

事” (Laland, 2001; Gigerenzer, 2008)。这一过程也

会自动化地发生, 但也无需情绪的参与, 人们此

时仅仅是根据一条自己固有的信念来自动化地做

出道德判断(Gigerenzer, 2008; Sinnott-Armstrong 
et al., 2010)。实际上, 有时候这些道德启发式与人

类进行经济决策时的启发式如出一辙, 当然人们

也会对道德情境进行不含情绪的经济权衡, 如得

失分析(cost-benefits analysis) (Bennis, Medin, & 
Bartels, 2010; Bazerman & Greene, 2010; Bartels & 
Burnett, 2011)。事实上, 道德判断与经济判断一样, 
可能都需要计算结果变量的强度和发生频率, 它
们甚至可能共享同样的神经机制。研究结果确实

也证明了这一点, 和经济决策一样, 腹内侧前额

叶皮层(VMPFC)和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是
活动的预期道德价值判断(如有多少人生还的比

例)的指标, 而右前岛叶(right anterior insula)是结

果概率的有效指标(Shenhav & Greene, 2010)。 
现有研究发现, 做出道德判断还与对道德情

境的其他判断有关。这些判断也许是自动化发生

的, 但这些判断并没有什么情绪过程参与其中。

比如道德走运(moral luck)情境：父亲在澡盆里打

满了水, 这时电话来了, 他就出去接电话并让自

己两岁的孩子站在澡盆旁边(Young, Nichols, Saxe, 
2010)。这个孩子可能自己爬进澡盆中被溺死, 也
可能不会, 两个结果中运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先前研究认为在道德走运情境中做出道德判断的

首要因素是结果, 也就是人们会做结果论的判断, 
但事实上发现并非如此, 人们对父亲信念的判断

(他是否知道孩子不听话)要胜过对行为结果的判

断(Young et al., 2010)。对道德行为主体信念的判

断对最终道德判断作出有着影响 , 这提示我们 , 
做出道德判断时可能会是自动化进行的, 但这个

自动化的过程并不一定需要情绪参与其中, 也可

以是单纯的认知过程, 如归因。研究发现, 行动和

不作为(action ⁄ omission)这一维度对道德判断的

影响主要是通过因果归因(causal attribution)来中

介的, 而手段和副作用(means ⁄ side-effect)这一维

度 对 道 德 判 断 的 影 响 则 主 要 是 意 图 归 因

(intentional attribution) 上 的 差 别 (Cushman & 
Young, 2011)。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认为注射药物

让绝症患者安乐死比尽一切可能去试图延缓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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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要更不道德, 而这也是为什么人们觉得为了打

击敌人士气而屠杀村民比为了炸掉敌人地道而使

附近村民被炸死更不道德 (Cushman & Young, 
2011)。对道德行为主体的意图的判断也是做出最

终道德判断的影响因素之一。如当道德行为主体

的意图都是无辜的时候, 人们会认为意外乱伦的

人比意外伤害了别人的人在道德上错误更大; 而
当道德行为主体是有意为之时, 人们会认为伤害

他人未遂者在道德上所犯的错误要大于乱伦未遂

者(Young & Saxe, in press)。对道德行为主体的意

图判断除了意外或者是副产品之外, 还包括是否

被胁迫。当做了一件坏事的时候, 我们会判断那

些胁迫他人的个体或者是能自由选择的个体比那

些被胁迫的个体更为不道德 (Young & Phillips, 
2011)。因此对行为意图的判断这种认知过程在道

德判断上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会发现, 做
出道德判断需要各方面判断及信息的整合, 而左

右脑区的联合运作则是信息整合的基础, 研究发

现, 让胼胝体部分切除和整体切除的患者进行需

要言语信息的道德判断任务, 每个患者都只能做

结果论道德判断而不能做义务论道德判断(Miller 
et al., 2010)。这说明要进行正确的道德判断需要

将信念、意图、结果等信息首先整合在一起, 这
种能力就是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 ToM), 即对

信念、意图等心理状态的推理。额颞叶型失智症

(frontotemporal dementia)患者心理理论能力差 , 
因此其社会认知能力和做出的道德判断均不同于

普通人 (Gleichgerrcht, Torralva, Roca, Pose, & 
Manes, 2011)。自闭症患者通常被看作是在社交方

面有障碍, 他们也许是在心理理论上和正常人有

差别。不过研究发现, 这些人实际上在错误信念

(一种心理理论的测量方法)任务上与正常人无异, 
但是他们在道德判断上与普通人模式并不相同 , 
正常人认为有意伤害比无意伤害更不道德, 但自

闭症患者认为二者在道德上没有什么差别(Moran 
et al., 2011)。心理理论让人具有道德推理的能力, 
而不仅仅是根据行为结果来进行道德判断, 人们

会责备伤害他人未遂者, 但会宽恕造成意外伤害

的人。由于谴责不道德行为和赞扬道德行为是两

个独立的维度(Wiltermuth, Monin, & Chow, 2010), 
因此如果让实验参与者分别对道德行为主体进行

谴责与否或者是赞扬与否的评价(其中道德行为

主体的意图有企图伤害、企图帮助和中性三种 , 

而他们造成的结果也有伤害、帮助和中性三种), 
那 么 右 侧 颞 顶 联 合 区 (right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rTPJ) 以及一些左侧颞顶联合区 (left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lTPJ)和内侧前额叶皮层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的神经反应就能反映信

念与结果间的交互作用, 无论是做出责备还是赞

扬的道德判断, 人们在仅仅依赖道德行为主体的

意图做出负性道德判断(要责备或是不赞扬 )时 , 
这些区域的反应都最为强烈(Young, Scholz, Saxe, 
2011)。 

受到道德判断中情绪研究的冲击, 发展心理

学家开始疾呼：“共情、厌恶这类情绪也许是道德

的根源, 但心理学家也不应该放弃对审慎思考作

用的探讨, 并仍然应该争论人类观念是随着时间

如何变化的” (Bloom, 2010)。事实上, 当代道德发

展观的学者也确实采取了一个更为温和的观点来

看待审慎认知加工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他们认

为, 即使成年人确是依靠道德直觉来做快速的道

德判断, 但这一道德判断的基础即他们所依靠的

信念, 却是儿童期的时候花费巨大代价, 缓慢、审

慎、有意识并艰苦习得的(Turiel, 2006)。道德发展

观实际上是在退而求其次, 认为快速自动化道德

判断的基础也应该是审慎认知加工过程, 他们所

谓的信念也可以看作道德启发式, 但是道德启发

式观并没有强调这些信念就是早期经验和文化、

教育的结果, 这些信念的形成也可能是由于进化

适应过程而产生。现有证据表明, 3 岁的孩子就已

经对不公平的分配方式有了直觉性的反感, 而这

甚至早于孩子对公平概念的理解(Lobue, Nishida, 
Chiong, Deloache, & Haidt, 2011)。这表明自动化

道德判断的基础也许并不是逐步发展的审慎学习

过程, 而是更早出现的情绪过程, 但是这一结果

也不能立即否定道德信念有习得的成分。 
对审慎认知加工作用最有力的支持来自格林

的双加工模型。格林发现, 在是不是捂死自己的

孩子以保全大家的生命这个道德困境上, 人们既

可以做结果论判断又可以做义务论判断, 但是做

决策之时前扣带回皮层(ACC)和背外侧前额叶皮

层(DLPFC)这两个特殊的脑区会被激活(Greene et 
al., 2004)。背外侧前额叶是认知控制的脑区, 而前

扣带回皮层会对冲突事件(如 Stroop 任务)做出反

应, 这正说明了这一道德困境产生了情绪与认知

的冲突, 而且很显然地可以推论出, 道德困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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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引发了情绪与审慎的认知(Greene et al., 2004; 
Cushman et al., 2010)。同样, 要确证审慎认知加工

的作用, 必须操纵认知。于是研究者们用认知负

荷(cognitive load)作为自变量来观察道德判断的

结果 , 结果发现 , 在同时进行其他任务 , 即增加

认知负荷的情况下, 人们做出结果论道德判断的

反 应 时 要 更 长 (Greene, Morelli, Lowenberg, 
Nystrom, & Cohen, 2008)。双加工理论认为情绪导

致义务论道德判断, 而审慎认知导致结果论道德

判断, 因此这一结果也印证了此观点。另一个有

力的证据是工作记忆容量这种与认知负荷和控制

功能高度相关的指标也与道德判断的结果高度相

关(Moore, Clark, & Kane, 2008; Moore, Stevens, & 
Conway, 2011)。不过, 认知负荷的变化虽然改变

了做出判断的反应时, 但并未改变最终判断的结

果, 这同样又给此结果留下可供商榷之处(Haidt, 
2010)。同时, 我们也注意到, 对情绪的操纵也没

有逆转道德判断的结果, 虽然唤起了积极情绪的

人会比唤起中性情绪的人做出更多的结果论道德

判断, 但这只是基于两组间的比较, 实际上在积

极情绪者的判断中, 做出义务论道德判断(不能将

人推下天桥 )的人数还是占多数 (Valdesolo & 
DeSteno, 2006)。 

4  情与理：何去何从 

无论各种当代心理学理论如何看待情与理在

道德判断中的作用, 至少心理学家们是在用实验

的方法来探讨伦理学问题, 心理学的实验方法让

我们能更加清晰地看待这些光靠思辨难以解释的

问题。虽然问题仍然存在争议, 但是相比起一直

以来的思想传统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基于实证

研究的结果和数据为各种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

撑, 使理论并不会建立在单纯的思考之上, 也使

理论和假设的说服力剧增。不得不说, 当代心理

学将实验方法引入到伦理问题的研究之中已经使

我们看到解决纷繁复杂的伦理问题的希望, 使现

代道德心理学家们能站在那些伟大哲学家的肩膀

上用更先进的方法和技术去理解那些早已久远但

悬而未决的谜题。 
从当代道德心理学家们的研究来看, 如皮亚

杰和科尔伯格般单纯地只强调道德推理在道德判

断中的作用已然不可取, 情绪应该在道德判断中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情绪的作用究竟有多

大？情绪的作用是否能大到可以完全盖过道德推

理？道德推理是否完全不能决定道德判断？在这

些问题上, 心理学家们仍然存在争议。而解决这

些争议的办法无他, 唯有寻找实证证据, 进行心

理学实验。为解决这些争议, 解决以下问题应是

当务之急： 
第一, 道德推理是否只能是做事后解释, 它

能否发生于道德判断之前并指导道德判断的结

果？即使是道德推理发生在道德判断之后, 那么

它是否能扭转道德判断的结果？解决这一问题需

要首先探查在最初面临道德情境之时, 审慎的认

知加工过程是否能与自动化的加工过程同时发

生？或者审慎的认知加工过程一旦发生, 是否是

起主导作用？其次, 应当考察人们道德判断发生

改变时的情况。如果人们面临某一情境首先做出

了某一道德判断, 而其后却否定了自己之前的判

断, 那我们就应当考察在这样的情形下, 是什么

让个体改变了自己最初的决策, 特别是考察在这

一过程中道德推理起了多大的作用。 
第二, 如何更好地操纵情绪与推理过程以观

察道德判断的结果？操纵自变量, 控制无关变量

来观察因变量的变化是心理学实验方法的核心 , 
也是使我们做出因果推论的首要保障。如果能很

好地操纵情绪和审慎认知过程, 也许这一问题能

够迎刃而解。生理学指标有可能会作为较为稳定

的自变量来进行情绪和审慎认知的操纵, 比如观

察脑部受损者和正常人在道德判断上的差异, 但
是这是一种比较费时, 也难以直接操控和取样困

难的方式。不过随着技术和工具的发展, 我们可

以使用更为先进的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如在经

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
这种可逆损伤方法中, 我们可以主动改变情绪或

者是审慎加工过程对应区域的脑功能状态, 使之

能作为自变量来为我们服务 (Bauer, Leritz, & 
Bowers, 2003)。 

第三, 人的道德判断也许并不简简单单只是

一个个体内的过程, 很多情况下, 它依赖于情境。

举例来说, 当人们闭上眼睛时, 他们会比睁着眼

睛时做出更为严苛的道德判断, 也会更信任他人

(Caruso & Gino, 2011)。同样, 干净与否这一简单

的情境变化也能对我们造成影响, 仅仅是自己干

不干净就能使我们对同一道德问题做出不同的道

德判断(Zhong, Strejcek, & Sivanathan, 2011)。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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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道德判断机制的探讨是否除了情与理这

样的个体内过程外, 还应考虑人们所生活的更为

广阔的背景呢？情境到底是影响了情绪还是影响

了人们的道德推理过程才使得道德判断发生改

变？这些问题依赖于更进一步的研究。 
道德判断中的情与理之争的答案终将会在不

断的科学实验中浮出水面, 科学的目的就是探寻

事实 , 它不会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是道德的 , 
但它会告诉我们什么是道德, 什么是道德判断的

决定因素。有意思的是, 即使美国名校伦理学专

业的博士生也不能坚持着他们做出道德判断的原

则, 他们和普通人一样, 居然会受到这些原则出

现的顺序效应的影响(Schwitzgebel & Cushman, in 
press)。因此, 在考虑做出道德判断的关键因素上, 
也许没有专家能告诉我们答案, 我们可以依靠的

只有实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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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emma of Moral Dilemmas:  
The Conflict between Emotion and Reasoning in Moral Judg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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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ough moral judgment ranks among one of the most essential human activities, arguments about 
the roles of emotion and reasoning play in moral judgment never cease. From the philosophical controversy 
between Hume and Kant to the debates among developmental psychologists; from social psychology 
arguments about the power of the situations to neuroscience insights about the brain constraints to human 
morality, modern psychology has witnessed the paradigm shifts from time to time concerning the 
importance of emotion and reasoning in moral judgments. We reviewed several competing theories on moral 
judgment and gave a synthetic view of the roles emotion and reasoning play in moral judgment. We suggest 
that the psychological contributions in understanding human morality would come from the systematical 
analysis of moral judgments in real life situations involving real individuals with real implications. 
Methodologically, multi-level and multi-method analysis is much needed. By studying the effects of 
situational factors in moral judgments, we may eventually be able to go beyond the dichotomy of emotion 
and reasoning to truly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s involved in human moral judgments. 
Key words: morality; moral judgment; moral reasoning; emotion; dual-process model 

 


